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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水道—朵体体系演化机制及沉积模式

——基于 Doseo盆地东部凹陷白垩系沉积特征物理模拟实验

周行天，张春生
长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武汉 430100

摘 要 【目的】三角洲沉积体系有利砂体分布规律是油气勘探的理论基础，传统的朵体分类法和微相分

析方法在揭示水道—朵体体系演化机制方面存在局限性，制约了朵体形态学及砂体连通性研究的深入。【方

法】以 Doseo盆地东部凹陷白垩系三角洲为原型，采用具备活动底板的沉积水槽开展物理模拟实验，通过

获取时间序列高清影像和砂体形态数据，结合新的朵体分类法，进而建立有效的区域沉积模式。【结果】

（1）水道与朵体之间始终存在叠加与被叠加的关系，水道的迁移、演化或消亡均会形成新的朵体；（2）

水道—朵体体系中，受水动力强度影响，主要存在三种演化机制，包括原有朵体接受侵蚀改造、砂质沉积

为主形成朵体、细粒沉积为主形成泥质薄层；（3）水道属性决定了朵体的发育类型，朵体的形态则受沉积

坡度、构造作用、沉积基准面和物源条件等影响；（4）朵体的组成单元、朵体间的接触关系、朵体物性和

朵体复合体的类型均会影响砂体连通性，后期水道的演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连通性；（5）Doseo盆地东

部凹陷存在深水三角洲和浅水三角洲两种沉积模式：深水三角洲模式中，水道演化区较大，连通性改善较

为明显；而浅水三角洲模式中，朵体沉积区较大，朵体平面展布范围广。【结论】新的朵体分类方法及水

道—朵体体系演化机制，能够有效应用于研究区砂体连通性分析及沉积模式研究，并有望在未来三角洲沉

积模拟实验中得到新的应用。

关键词 水道—朵体体系；沉积模式；模拟实验；沉积演化；Doseo盆地

第一作者 周行天，男，1995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沉积模拟及储层地质学，E-mail: carlchou@foxmail.com

通信作者 张春生，男，教授，E-mail: zcs129@126.com

中图分类号 P512.2 文献标志码 A

0 引言

物理沉积模拟实验是利用水槽或类似实验装置进行仿真沉积体或沉积物的形成及演化

实验。实验通常利用地层资料按比例设计地质原型，并通过古地理资料还原古降雨量、物源

条件以及控制水流和输砂量等，最终实现模拟沉积体发育或沉积物演化过程[1-2]。在井震数

据有限的情况下，物理沉积模拟实验能够反映沉积体的发育过程，并从多角度观察、记录和

描述砂体或沉积微相的发育情况及砂体连通性，是了解地层内部结构、建立区域沉积模式的

重要手段[3-6]。

传统的物理沉积模拟实验由于设备限制，通常难以模拟构造作用，导致实验中的沉积模

型单一、沉积体的还原度较低。为此，Paola[7-9]和张春生[10]引入活动底板技术，以模拟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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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并将其应用于三角洲的物理沉积模拟研究中。例如，通过活动底板的整体升降、区域

升降和平面位移等方式，更好地再现盆地整体沉降、倾向滑移断层和平移断层的发育过程。

然而，三角洲沉积模拟实验仍存在较大的主观性问题，部分微相分析中的概念和术语不

统一，在小尺度的模拟实验中这一现象更为明显。为解决这一问题，Posamentier[11]提出以朵

体为最小研究单位，替代传统微相分析，从而更客观、全面地解释三角洲的成因、结构、沉

积体系演化、形态、沉积特征和沉积模式等。

在多数三角洲朵体研究中，一般根据三角洲类型将朵体划分为浅水三角洲型朵体和深水

三角洲型朵体[12]，或根据朵体所处三角洲或冲积扇的位置将其划分为近端朵体和远端朵体

[13]。但随着储层精细化描述工作的快速推进，诸如此类的二元分类法略显粗糙，难以满足

未来的勘探需求，亟须建立更加全面的三角洲水道—朵体体系。

本文以白垩系地层为研究对象，利用水槽实验模拟盆地东部凹陷三角洲的形成过程。基

于前人的朵体分类法[14-16]，通过对朵体解构，分析其构成单元，提出了新的朵体类型划分方

案，总结了水道—朵体体系演化机制以及朵体发育主控因素，揭示了 Doseo 盆地东部凹陷

朵体连通性规律及沉积模式，为今后南乍得地区油气勘探提供理论依据。

1 区域地质概况

Doseo盆地是中非剪切带西南部重要的含油气盆地[17]，平面上整体呈NEE—SWW走向，

东西向长约 500 km，南北向最宽处约 80 km，是一个典型的右旋右阶走滑拉分盆地（图 1）。

盆地自下而上分别发育元古界—寒武系变质岩基底、下白垩统、上白垩统和新生界沉积盖层，

各地层间存在区域性不整合[19]。

图 1 Doseo盆地地理位置及构造单元划分（据文献[18]修改）

Fig.1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structural unit division map of the Doseo Basin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18])

白垩纪时期盆地共经历 3个旋回序列和 4期构造演化过程[20]。整体上看，3个旋回序列

分别对应早白垩世早期、早白垩世晚期和晚白垩世时期（表 1）。受白垩纪中非剪切带的构

造作用影响，盆地经历了长期走滑和多期断陷。早白垩世早期，南乍得地区经历了强烈的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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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断陷沉降，盆内广泛发育大型正断层，这一时期称为伸展断陷阶段或第一次断陷期；早白

垩世晚期，经过断陷期的填平补齐，盆地整体地势趋于平坦，水体较浅，这一时期称为断拗

转换阶段或走滑期；至早白垩世末期，盆地充填形成于退积背景，并进入第二次断陷期；晚

白垩世，随着走滑作用减弱，盆内发生区域热沉降，沉积速率慢且范围较广，这一时期称为

坳陷期[18-22]。

表 1 Doseo盆地白垩系发育地层时代及厚度、构造作用、旋回、体系域及砂地比

Table 1 Stratigraphy, geological age, thickness, tectonic activity, cycles, system tracts, and sand-to-shale

ratio of the Cretaceous formations in the Doseo Basin

地质年代 距今时间 发育地层 平均厚度 旋回序列 构造作用 砂地比 体系域

晚白垩世 100~66 Ma
K2a组

800 m 第三旋回序列
拗陷期

55%～70% HST
Kome组

第二断陷期

早白垩世晚期 125~100 Ma

Koumra组

1 800 m 第二旋回序列

45%～60%
HST

Doba组

走滑期

20%～35%

U.Kedeni组 40%～55%
LST→TST

L.Kedeni组 30%～45%

早白垩世早期 145~125 Ma Mangara群 2 000 m 第一旋回序列 第一断陷期 45%～60% HST

Doseo盆地东部凹陷主要受到来自南部刚果克拉通的物源控制，北部物源影响较小[18]。

凹陷东北部主要发育一个较大的深水三角洲，主河道近乎沿北部断裂带向凹陷中心延伸，湖

水则主要从西南侧逐渐退出[23]。根据现有地震资料[24-26]，白垩纪初期 Doseo 盆地东部古坡

度整体在 3.1°~3.4°之间，早白垩世晚期则为 2.5°~3.2°；至晚白垩世，受第二次断陷期

影响，古坡度增长至 3.7°~4.4°；北部断裂带处坡度为 40°。

图 2 东部凹陷北部断裂带白垩系构造剖面 A—A'示意图（据文献[19]修改）

Fig.2 Schematic Cretaceous-aged structural cross-section A-A' of the northern fault zone in the eastern

depression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19])

白垩系储集砂体主要为石英砂岩，这是由于东部沉积区离南部物源区较远，搬运距离较

长，成熟度较高。根据研究区粒度统计结果[18]，砾质及粗砂含量介于 20%~30%，中砂含量

介于 30%~40%，细砂含量介于 25%~30%，粉砂及其他细粒沉积含量介于 5%~10%。

2 实验设计、过程及结果

本次实验于长江大学湖盆沉积模拟实验室完成。实验装置包括控制台、固定模拟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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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陷沉积区和活动底板 4个部分（图 3a）。控制台主要用于配比各物源沉积物、混合以及

通过河道将搅拌好的砂浆输送至各沉积区，物源置于实验装置前端。水槽模拟实验装置长

16 m，宽 6 m，深 0.8 m。

2.1 实验设计

根据地质原型，按照几何比例尺进行实验底型设计：南北向 X轴有效使用范围 6.0 m，

东西向 Y轴使用范围 13.0 m，Z轴方向厚度比例尺设定为 1:2 000。水槽东北侧设进水口一

个，西南侧处设出水口一个，并在两者之间构建一处凹陷地貌。具体设定为：Y=0~3.0 m为

东部凹陷固定河道，不计入有效测量范围，Y=3.0~7.0 m 为东部凹陷中心区，Y=4.0~7.0 m

处北侧存在北部剪切带。由于水槽硬件限制，实验无法完全匹配盆地的实际比例，但这不影

响三角洲沉积模拟的结果。

图 3 （a）沉积模拟实验装置示意图（据文献[27]修改）；（b）Doseo盆地东部凹陷物理沉积模拟实验底

型设计

Fig.3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edimentary simulation experiment apparatus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27]);

(b) Base design for the physical sedimentary simulation experiment in the eastern depression of the Doseo Basin

本次模拟实验以 3个旋回序列作为界限，划分为 3个沉积期。实验中活动底板设计了 2

次区域下降和 1次整体下降，分别对应第一次和第二次断陷期的区域断陷沉降，以及对应拗

陷期的盆内整体沉降。实验装置活动底板共有 4排支座支撑。通过调整实验平台活动底板的

整体或局部升降，以模拟盆地北部断裂带的构造活动和不同沉积期的沉降过程，从而重现 4

期构造演化过程。根据东部凹陷古坡度，设定第一沉积期盆地东部河床至东部凹陷沉积区整

体初始坡度为 4°，第二沉积期初始坡度为 2.5°，第三沉积期初始坡度增大至 5°。

表 2 活动底板调节参数及下降幅度

Table 2 Adjustable parameters and subsidence range of the movable base

沉积期 第一排/cm 第二排/cm 第三排/cm 第四排/cm 下降幅度/cm

第一期 1.0 2.0 2.5 3.5 7.0

第二期 1.0 1.5 2.0 3.0 5.0

第三期 2.0 3.0 3.5 4.5 9.0

水深设计直接影响可容纳空间，从而影响沉积体厚度[28]。然而，对于包含多个沉积期

的模拟实验来说，若每一期的水深严格按照实际地层厚度来设计，可能因水槽和模拟水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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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导致部分沉积区域缺失，致使实验结果与实际地层接触关系相差较大。因此，在体

系域变化不大但地层厚度差异较大的情况下，次一期实验应采取逐步增加近似均等的水深，

以简化实验设计，方便后期剖面观察[8]。

由于 3个沉积期的体系域中，除第二沉积期早期存在 LST 和 TST，其余均为 HST。实

际测量进水口与盆地底形接触高度为 8.8 cm，故设定第一期水深 15 cm，之后每个 HST 期

水深差值为 5 cm。第二期 LST期水深与第一期相同，并在第二期中期增至 20 cm。

Doseo 盆地白垩纪时期处于水退水进频繁交替过程，故每期沉积实验设定多个次级沉积旋

回，通过水平面变化来反映沉积变化过程，每个沉积旋回分别由水进的洪水期（Run1）、水退

幅度较小沉积的平水期（Run2）及快速水退的枯水期（Run3）组成。

图 4 实验流程

Fig.4 Experimental procedure

根据水流的搬运能力以及洪水期、平水期及枯水期含砂量的变化和盆地各物源的原型粒度，

盆地内沉积物主要由细砾、中粗砂、细砂及其他细粒沉积组成（表 3），且在不同沉积时期及不

同水条件下的沉积物粒度有所差异。考虑实验的可操作性和水流的携砂能力，参考前人在近似实

验中的参数[28]，按不同沉积期洪水、平水、枯水的加砂组成供砂，加砂量与流量比例相匹配。

表 3 实验基本参数

Table 3 Basic experimental parameters

沉积期 初始水深/cm 时期 流量/(L·s-1) 流速/(m·s-1) 单次持续时间/h
加砂组成/%

砾质/粗砂 中砂 细砂 粉砂/泥质

第一期 15

Run1 1.4 0.9 0.5 30 40 25 5

Run2 0.8 0.5 2.5 25 40 30 5

Run3 0.4 0.2 1.0 20 35 35 10

第二期 15

Run1 1.0 0.6 0.5 25 35 30 10

Run2 0.6 0.4 2.0 15 30 40 15

Run3 0.2 0.2 1.5 10 30 45 15

第三期 25

Run1 1.4 0.9 0.5 30 40 25 5

Run2 0.8 0.5 2.5 25 40 30 5

Run3 0.4 0.2 1.0 20 35 35 10

2.2 实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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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沉积期，初始水深设定 15 cm：初期沉积区东侧接受沉积，沉积砂体向湖区快速展

布，于入湖处形成三角洲雏形，前缘发育迅速，河道和天然堤微相较明显（图 5a）；后期

沉积基准面下降，前缘的厚层砂体接受水道改造，分流河道微相发育，河道迁移速度逐渐加

快，水流较集中，水道以侧向侵蚀为主，下蚀作用不明显，砂体纵向延伸大于横向展宽（图

5c）。

第二沉积期，初始水深设定 15 cm：由于沉积基准面转变，湖平面相对较低，初期砂体

快速向第一期沉积区两侧的较薄处沉积，三角洲延伸距离受到模拟构造作用强烈影响。前中

期三角洲具备浅水三角洲特征，主河道发育不明显，水流分散，形成多支分流河道，但模拟

断层区域砂体展布范围相比前一期更广（图 5e）；后期活动底板整体沉降，水深重新设定

为 20 cm，沉积基准面上升，主水流方向上的砂体沉积延伸受限，河道砂体横向展布，整体

沿着近岸线分布，临近深湖区部分砂体沉积未覆盖前一期最远延伸位置（图 5f）。

第三沉积期，初始水深设定 25 cm：初期坡度较大，砂体平面展布速率较快，三角洲向

湖区快速延伸（图 5h）。由于沉积区湖盆扩张，加之活动底板多次局部下降，致使三角洲

整体坡度始终较大，可容纳空间基本恒定，水道水动力较强，砂体向湖区延伸距离大，分流

河道与分流间湾等沉积微相演化较快且发育明显（图 5i）。

图 5 沉积模拟实验过程

（a）第一期初期；（b）第一期中期；（c）第一期末期；（d）第二期初期；（e）第二期中期；（f）第二期末期；（g）第三

期中期；（h）第三期中期；（i）第三期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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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Sediment simulation

(a) Early stage of 1st sedimentary period; (b) Mid-stage of 1st sedimentary period; (c) Late stage of 1st sedimentary period; (d) Early

stage of 2nd sedimentary period; (e) Mid-stage of 2nd sedimentary period; (f) Late stage of 2nd sedimentary period; (g) Early stage of 3rd

sedimentary period; (h) Mid-stage of 3rd sedimentary period; and (i) Late stage of 3rd sedimentary period.

2.3 实验结果

从三期沉积期外缘边界来看，三角洲主体显示出连续的沉积特征。第二期前期处于低位

—水侵体系域下，因为平缓沉积背景下水动力条件减弱，前缘砂体延伸范围主要受物源控制，

水下分流河道延伸距离较短；而第二期后期转变为高位体系域，且局部沉降使得前缘维持在

一个较大坡度下，水动力条件基本恒定，水下分流河道延伸较长。这也说明体系域改变了沉

积基准面，进而影响了砂体沉积的延伸距离和横向展宽。第一期与第三期早期类似，局部沉

降使得砂体展布距离较长；而第三期后期，整体沉降使得靠近物源方向的砂体急剧增厚，同

时又因为坡度较大，总体砂体延伸范围较大且厚度变化大。

图 6 沉积模拟实验每期结束时河道形态及砂体平面展布

（a）第一沉积期；（b）第二沉积期；（c）第三沉积期

Fig.6 Channel morphology and sand body planar distribution at the end of each phase of the sedimentary

simulation

(a) 1st sedimentary period; (b) 2nd sedimentary period; (c) 3rd sedimentary period

3 朵体构成及类型

李卓奕等[29]和朱永进等[30]在研究中多次采用朵体作为最小分析单元，以阐释前积式三

角洲模拟实验的结果。然而，该方法缺乏普适性，且未对朵体类型的划分提出新的建设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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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本文通过解构实验中的朵体，致力于区分不同成因和内部结构的朵体。朵体的内部结构

反映了其类型，系统地分析和归纳朵体的组成单元是有效区分不同类型朵体的关键。

3.1 朵体及组成单元

3.1.1 朵体

朵体是三角洲前缘等水下沉积环境中，由水流携带的沉积物逐渐堆积形成的沉积体[11]，

也是由单一分流河道演化而成的沉积体。朵体通常由多个叠置的沉积单元构成，这些沉积单

元又称为朵体组成单元。

3.1.2 朵体组成单元

1）朵叶

朵叶是组成朵体的基本单位，也是单一水道在一段时间内演化或迁移发育而来的单一成

因、可最小细分的沉积砂体。

为了更加精细化描述和区分不同水道成因的朵体，这里引入共源—异源朵叶概念。共源

朵叶是指同一水道在相近的时期发育而来的一系列朵叶，最终这些朵叶会构成同一朵体；异

源朵叶是指不同水道发育而来或同一水道在成因或时期有差距的情况下发育而来的一系列

朵叶，这些朵叶可能是不同朵体的组成单元。

2）叶小层

某些朵叶具有双层结构，其中的一层称为叶小层。某些叶小层顶（底）部存在侵蚀面，

因此，叶小层可作为分析朵叶成因的重要依据。实验中，在物源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共源朵

叶的叶小层的韵律特征及分选性通常具有相似性；而异源朵叶的叶小层则不具备对比价值，

通常仅作为朵体成因分析的参考。当然，并非所有的朵叶都具备明显或有分析价值的叶小层

结构。在物源供给充足且快速沉积的情况下，朵叶不具备明显韵律特征，此时叶小层结构可

能发育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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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朵体类型示意图及剖面图

（a）聚合型朵体切物源方向剖面示意图；（b）叠覆型朵体顺物源方向剖面示意图；（c）第一沉积期局部，上部聚合型朵体，

下部叠覆型朵体、侵蚀 I型朵体及其下叶小层（红色箭头处）；（d）第二沉积期局部，上部融合型朵体，下部侵蚀 I型朵体及

其下叶小层（红色箭头处）；（e）第三沉积期局部，叠覆型朵体剖面

Fig.7 Schematic diagrams and cross-sections of lobe types

(a) Schematic cross-sectional view of Agglomerative Lobe perpendicular to the sediment source direction; (b) Schematic cross-sectional

view of Superimposed Lobe along the sediment source direction; (c) Local section of 1st Sedimentary Period, showing Agglomerative

Lobe at the top and Superimposed Lobe, Erosional Lobe type-I with Underlying Lobe Layers (indicated by red arrows) at the bottom; (d)

Local section of 2nd Sedimentary Period, showing Amalgamated Lobe at the top and Erosional Lobe type-I with Underlying Lobe Layers

(indicated by red arrows) at the bottom; and (e) Local section of 3rd Sedimentary Period, showing a cross-section of Superimposed Lobe.

3）朵间充填

朵间充填是一系列发育在朵叶之间的砂体沉积。根据朵叶与其空间叠置关系，朵间充填

分为上朵间充填和下朵间充填。下朵间充填通常是原始水道边界天然堤微相的演化产物，其

粒度相对较粗，一般发育于两条正在演化的水道之间。上朵间充填由朵叶间微型水道发育而

来，当朵叶逐渐发育成熟时，上朵间充填会发育在复数的朵叶间，粒度与下朵间充填相比较

细。

4）朵后充填

多个朵叶聚合演化时，朵叶后部会发育砂体沉积，称为朵后充填。朵后充填的成因复杂，

一般由分流河道多次演化形成。通常情况下，朵后充填的粒度较细，但分选性较差。通过对

比多个朵后充填的砂体形态，可以分析后期分流河道物源、流量等条件的变化。

3.2 朵体类型

3.2.1 聚合型朵体

聚合型朵体一般发育在湖岸线相对稳定、河道横向迁移速度较快的沉积环境，单体朵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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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扇状或舌状，由平面上依次形成的朵叶多次演化并横向聚合而成（图 7a）。扇形开合角

度与沉积环境坡度有关：坡度越小，扇形开合角度越大；反之，开合角度越小[22]。聚合型

朵体组成单元多样，除朵叶外，还会包括由流量较小的微型水道形成的朵间充填以及水道消

亡形成的朵后充填等沉积砂体。

3.2.2 叠覆型朵体

叠覆型朵体的单个朵叶通常呈舌状或坨状，主要发育在可容纳空间较大且沉积速率较快

的沉积环境下，例如坡度较大的深水三角洲前缘或快速进积时期的三角洲前缘等。剖面上可

以根据朵叶形态判断砂体进积方向，其朵间充填不发育，朵后充填发育不明显或易遭到后期

水道侵蚀。

3.2.3 侵蚀型朵体

侵蚀型朵体通常与其他类型朵体共同发育，在沉积基准面快速下降或湖岸线摆动频繁的

情况下，由遭到侵蚀的沉积砂体再沉积而来。根据朵体形态及所处沉积环境特征可分为Ⅰ型

和Ⅱ型两大类：Ⅰ型，与叠覆型朵体伴生，主要发育在深水三角洲前缘亚相前部，与沉积基

准面快速下降或河道水动力快速增强有关。该型朵体的朵叶发育明显的叶小层结构，其下叶

小层粒度较粗、分选较差，粗颗粒物大多来源于前一期次的沙坝沉积，与上叶小层差异明显；

Ⅱ型，常与聚合型朵体伴生，通常发育在小坡度深水或浅水三角洲前缘亚相中后部，与湖岸

线频繁摆动等因素相关。其朵叶根部存在不明显的下叶小层结构，与上叶小层粒度差异较小。

3.2.4 融合型朵体

融合型朵体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聚合型朵体，其特征在于仅由单一朵叶构成，也可视为朵

叶不分化的聚合型朵体。这类朵体的主要成因在于沉积过程中相邻朵叶物性相近且存在同化

现象，导致朵叶之间缺乏明确的边界。由于其发育环境通常为坡度较小，并且受湖岸线摆动

的影响明显，致使原型河道延伸较长，水动力较弱，下蚀作用轻微，因此这类朵体多见于高

度演化的浅水三角洲。此外，浅水环境赋予了融合型朵体一些独特的特征，包括砂体发育周

期长、沉积速度缓慢、单体朵叶面积较大且呈巨扇形、朵叶分化不明显、沉积粒度细且分选

性好等。

3.3 朵体复合单元

朵体复合单元，又称朵体复合体，是由数个多水道成因的朵体组合而成的大型砂体沉积。

这些朵体在垂向上构成叠置或部分叠置关系，整体呈现多种粒度及韵律的砂体沉积互层。朵

体复合体是描述朵体沉积环境、分析岩性的最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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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朵体的分布、演化和形态与其所在三角洲前缘位置、形成时期和物源条件等因素密切相

关，同时也与三角洲沉积模式、分流河道演化模式等因素密切关系[31]。因此，在分析水道

—朵体体系时，不仅要关注朵体的分布和演化特征，还需重点分析水道对朵体发育的控制作

用这一前置条件[32]。通过应用新的朵体类型划分方案，对实验结果进行了综合验证，总结

了一系列朵体发育模式和朵体复合体内部结构模式。这一划分方法不仅提高了对不同类型朵

体的识别能力，还为理解三角洲砂体的连通性及其沉积环境的演变提供了新的视角。

4.1 朵体分布规律

第一沉积期中，早期形成的朵体以叠覆型朵体为主，其广泛分布于三角洲前缘前部，主

要发育在分支水道高度演化的区域（图 6a）。近端朵体上部朵叶多遭受到后期水道改造，

高能水道区的部分朵叶具有反韵律特征，朵叶缺失叶小层或朵叶上部有较明显的侵蚀面（图

8f）。部分远端朵体之间夹杂有侵蚀Ⅰ型朵体（图 7e），其下叶小层粒度较粗，主要来源于

近端朵体处的沙坝沉积。随着后期沉积基准面下降，部分远源低能水道向聚合型朵体演化，

低能水道区朵叶延伸距离较长，剖面上朵叶分化不明显。

第二沉积期中，近端朵体类型以聚合型朵体为主、融合型朵体为辅，融合型朵体主要发

育在低能河道区及高度演化的分流河道区，而聚合型朵体常发育在高能河道区（图 6b）。

远端朵体发育类型则较为复杂，在低位—水侵体系域时期，主要发育融合型朵体，是典型的

浅水三角洲朵体，说明该区域这一时期水体较浅、可容纳空间小（图 8e）。靠近模拟断层

区域的朵体类型及分布规律与本期近端朵体类似，也发育聚合型和融合型朵体，偶见侵蚀 I

型朵体（图 7c），该区域朵体生长速率快、厚度大，与融合型朵体发育区差异显著（图 7c）。

随着沉积后期变为高位体系域，远端朵体主要发育聚合型朵体和融合型朵体（图 8c）。

第三沉积期中，近端朵体发育与第一期相似，主要以叠覆型朵体为主，部分朵体顶部存

在侵蚀面。近端朵体复合体内部构造相对简单，单一朵体厚度大，朵体间夹层粒度较粗。远

端朵体表现为巨厚、多期、叠覆形态错综复杂的叠覆型朵体，以及多薄层、期次分化不明显

的聚合型朵体，二者多在垂向上形成朵体复合体（图 8e），在剖面局部，下部多个厚层朵

叶通常属于同一叠覆型朵体，顶底薄层朵叶则可能来自于其他期次聚合型朵体的残块（图

8d），说明这一时期朵体发育速度快，水动力条件强。受第三沉积期后期模拟构造作用减弱

影响，三角洲坡度趋于平缓，沉积基准面也持续缓慢下降（图 7d），但远端朵体类型依旧

多变。这表明在大坡度、高沉积基准面的条件下，砂体展布形态并不完全受体系域和水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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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等因素控制，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图 8 东西向 350 cm处剖面构型特征

（a）东西向 350 cm 剖面拼图；（b）东西向 350 cm 剖面沉积相图；（c）南北向 525 cm 处剖面砂体分析图；（d）南北向 450 cm

处剖面砂体分析图；（e）东西向 350 cm 剖面局部砂体分析图；（f）南北向 375 cm 处剖面砂体分析图

Fig.8 Sedimentary architecture of profile at 350 cm in the east-west section

(a) Cross-sectional view along the east-west direction at 350 cm; (b) Sedimentary facies diagram of the east-west cross-section at 350 cm;

(c) Sand body analysis diagram of the north-south cross-section at 525 cm; (d) Sand body analysis diagram of the north-south

cross-section at 450 cm; (e) Detailed sand body analysis diagram of the east-west cross-section at 350 cm; and (f) Sand bod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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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ram of the north-south cross-section at 375 cm

表 4 实验典型朵体尺寸及规模统计

Table 4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lobe size and scale in sedimentary simulation

沉积期
远端朵体 模拟断层区朵体 近端朵体

宽度/cm 厚度/cm 宽厚比 宽度/cm 厚度/cm 宽厚比 宽度/cm 厚度/cm 宽厚比

第一期

13.4

10.8

7.6

1.9

2.1

1.7

7.05

5.14

4.47

- - -
13.5

6.8

3.1

1

4.35

6.8

第二期
9.8

14.1

1.1

1.9

8.91

7.42
6.4 1.2 5.33

6.2

6.6

1.1

1

5.64

6.6

第三期

8.9

14.8

8.7

2

2.4

1.5

4.45

6.17

5.8

- - -

9.2

7.6

7.1

2.1

1.6

1.4

4.38

4.75

5.07

4.2 水道—朵体体系演化机制

朵体由水道演化而来，水道的不同部位会发育出截然不同的朵体组成单元，比如：朵叶

通常形成于水道末端，朵后充填往往发育在分支水道中段，朵间充填一般由水道的堤岸微相

演变而成。然而，朵体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演化机制的结束。由于后期水道的存在，朵体通常

会经历长期的改造与再沉积作用。因此，在水道—朵体体系演化机制中，水动力的变化对外

动力地质作用产生了显著影响。侵蚀作用和沉积作用是决定朵体特征的重要因素，对于朵体

而言，这两种作用通常是同时存在的，任何一方强度发生变化都会导致水道—朵体体系的演

化机制改变。

图 9 水道—朵体体系演化状态分析

Fig.9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ary state of the channel-lobe system.

根据水道侵蚀作用与沉积作用的关系，将水道—朵体体系演化机制划分为三种类型：高

能量态、过渡能量态和低能量态（图 9）。在高能量态下，水道水动力最强，侵蚀作用强度

大于沉积作用，朵体遭到水道的侵蚀，剖面上表现为朵叶不完整或多个叶小层叠置；在过渡

能量态下，水道水动力较强，沉积作用强度大于侵蚀作用，朵体将继续生长，并分化出更多

的朵叶，剖面上表现为新水道在原有沉积体上形成并演化出新的朵体；在低能量态下，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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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占主导地位，此时水道水动力较弱，只能搬运和沉积粉砂质和泥质等细颗粒沉积物，剖

面上表现为朵体内部组成单元复杂或朵体之间存在泥质夹层。

4.3 朵体发育控制因素

坡度是决定朵体发育类型的重要因素[33]。缓坡地貌会降低水道能量，限制水道的后期

改造，此外，缓坡地貌通常意味着沉积可容纳空间较小，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朵体发育的

厚度。一般来说，在流量和物源供给量相近的情况下，小坡度朵体的最终平面展布规模通常

优于大坡度朵体，而大坡度条件下较快的沉积速度则会影响朵叶垂向上的分选性。然而，在

实验中，前缘亚相外缘的朵体平面规模较小，前缘亚相中部至湖岸线的朵体规模则相对较大

（图 6c）。上述特征表明，坡度通过制约水道能量和限制水道携砂量，从而影响朵体的形

态和发育规模。

图 10 聚合型朵叶朵体砂体演化过程

（a）三角洲前缘亚相与平原亚相雏形出现；（b）受大坡度影响，水道摆动幅度较小，砂体沉积规模小；（c）朵叶前体形成；

（d）朵叶前体逐渐聚合，分支水道数量增多；（e）朵叶前体消亡，外缘朵叶形成；（f）主朵叶形成；（g）朵间充填使朵叶平

面上快速连片；（h）朵后充填多次演化，聚合型朵体形成

Fig.10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the Agglomerative Lobe

(a) Emergence of delta front and plain subfacies prototypes; (b) Owing to the steep slope, the migration of the channel is limited, resulting

in small-scale sand body deposition; (c) Lobe prototypes form; (d) Lobe prototypes gradually aggregate as branching channels increase;

(e) Lobe prototypes disappear, and outer lobes form; (f) The main lobe develops; (g) Inter-lobe Filling rapidly connects lobes on the plane;

(h) Multiple phases of Post-lobe Filling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an Agglomerative Lobe

在坡度较大且物源供给充足的情况下，单个朵叶沉积厚度会迅速增大，最终形成聚合型

朵体（图 10）；水体相对较深时，前缘亚相的分流河道入水后水动力迅速下降，容易形成

堆积沙坝，最终连片形成朵状前缘砂体，可以将其近似看作为叠覆型朵体的单个朵叶。在大

坡度条件下，水道卸载能力较强，早期沉积的朵叶较厚（图 8d，e）；而在浅水条件下，由

于原型水道水动力较小，故携带能力较弱，单一朵叶较薄、沉积时间更长，通常形成聚合型

或融合型朵体（图 8c）。

姜平等[34]根据水道与堤岸的关系，将水道分为限制型、半限制型和非限制型。限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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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以侵蚀为主，堤岸不发育；半限制型水道侵蚀和沉积作用并存，堤岸发育；非限制型水

道沉积作用为主导，堤岸发育。实验中，堤岸发育的水道通常会影响朵体的形态；相反，堤

岸不发育的水道，朵体的平面形态趋于扇形。这表明，不同类型的朵体在形成过程中，可容

纳空间和沉积时的水动力条件有着显著差异。

在传统河控三角洲形态研究中，三角洲的类型通常取决于沉积坡度、水道属性、物源条

件和构造作用[35]。因此，传统观点普遍认为，三角洲的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朵体的发

育类型，但这并非绝对[36-39]。此次模拟实验中，几乎所有朵体的发育和演化都处于进（退）

积状态。从微观层面上分析，水道的持续进（退）积形成了朵叶、组成了朵体，最终形成了

三角洲。因此，与其说三角洲类型决定了朵体类型，不如说三角洲的控制因素决定了朵体类

型，这一观点在朵体分布规律中也得到了印证。基于前人对水道—朵体体系的研究[6,12-13,39]，

认为流量、坡度、物源供给、构造作用等因素共同影响了水道类型及其性质，最终决定了朵

体的发育类型。

4.4 基于水道—朵体体系的砂体连通性分析

砂体连通性分析由平面连通性和垂向连通性两部分组成。朵体是由同一时期水道沉积形

成的沉积体，因此，在没有强烈构造活动且连续沉积的情况下，朵体内部的砂体连通性主要

受朵叶性质影响。因此，基于水道—朵体体系的砂体连通性分析应从朵体内部、朵体之间及

朵体复合体之间的接触关系入手。

首先，朵叶的砂体物性决定了朵体内部的连通性。对于聚合型和融合型朵体，由于朵体

形成速度较慢，相邻朵叶的物性差距主要受物源变化的影响；而对于叠覆型朵体，朵体形成

速度较快，相邻朵叶的物性差异更多来自伴生的侵蚀型 I朵体的叶小层。其次，朵叶与其他

朵体组成单元之间的接触关系极大地影响了朵体内部的连通性。与大多数基于沉积微相的砂

体连通性分析类似，朵叶的连通性同样取决于相邻朵叶的垂向叠置、侧向接触关系以及夹层

物性。此外，共源和异源朵体间的关系也影响了朵体之间的连通性。由于相邻共源朵叶的形

成时间接近甚至相同，因此共源朵叶间通常不存在侵蚀切割关系，显著影响共源朵叶间连通

性的砂体则可能是朵间或朵后充填；相比之下，受水道演化影响，异源朵叶沉积关系复杂，

朵叶间存在大量侵蚀和切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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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朵体内部砂体连通性分析

Table 5 Sand body connectivity analysis within lobes

物源类型 分布样式 示意图 分布特征 砂体连通性 水道水动力

共源

朵叶垂向叠置
朵叶间连通，且朵叶间砂体物性相近

好

差

强

弱

朵叶侧向接触

朵叶—朵间充填接触 朵叶与朵间充填切割，但物性差距大

异源

垂向切割叠置 后期水道对前一期朵叶侵蚀下切

朵叶之间明显切割，连通性好

好

差

强

弱

侧向侵蚀接触

不接触 朵叶间不连通，泥质夹层发育

尽管共源和异源朵体的沉积时间不完全一致，但从旋回尺度来看，二者沉积是等时，因

此以上连通性分析局限于平面上。在垂向砂体连通性方面，共源或异源朵体的影响并非主要

因素。朵体复合体既可以是同一旋回序列或沉积期内的朵体集合，也可以是同一沉积基准面

的朵体集合，因此更适合用于研究水道—朵体体系的垂向砂体连通性。例如，伴生的侵蚀型

朵体可能影响复合体局部的砂体连通性；大范围的泥质夹层则可能改变一系列水道间或多个

朵体之间的垂向连通性。因此，使用朵体复合体作为基本单位进行分析，可以更加简洁和高

效地评估多个朵体间垂向上的砂体连通性。

根据实验中常见的朵体复合体类型，可将其划分为深水型（D型）和浅水型（S型）两

大类，并设立专门的泥质夹层类型（C型）。每种复合体都包含对应的朵体类型，例如叠覆

型（s型）、聚合型（a 型）和融合型（m 型），并以“主要类型在前，次要类型在后”的

顺序描述复合体属性。同时，伴生的侵蚀型（e型）朵体用角标标注，便于局部分析。根据

朵体复合体内部的朵体类型及夹层关系，归纳了深水与浅水三角洲朵体复合体的发育类型，

并制定了分类表（表 6）。

表 6 深水及浅水三角洲朵体复合体发育类型

Table 6 Development types for deep-water and shallow-water delta lobe complexes

单体型朵体复合体 复合型朵体复合体 侵蚀型朵体复合体 泥质夹层型朵体复合体 侵蚀夹层型朵体复合体

深水三角洲
Da Das Daes DaC DasC DaesC

Ds Dsa Dsea DsC DsaC DseaC

浅水三角洲
Sa Sam Saem SaC SamC SaemC

Sm Sma - SmC SmaC -

通过分析不同阶段砂体形态的变化，进而系统性厘清次一期河道对前一次朵体砂体的改

造过程。对于朵内组成单元复杂或是朵间存在夹层的情况，侵蚀作用强的水道可能会改善其

砂体连通性。根据岩性剖面和湖平面变化趋势，可以判断朵体复合体类型（图 11）。同样

地，阐明朵体复合体类型可以为界定标志层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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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岩性剖面—实验剖面实例对比（据文献[20]修改）

Fig.11 Comparison between lithological and experimental profiles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20])

4.5 三角洲水道—朵体体系沉积模式

在不同水深条件下，Doseo 盆地东部凹陷三角洲水道—朵体体系演化可以分为两种类

型：深水三角洲型和浅水三角洲型，两者的朵体复合体发育类型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分析朵

体复合体及朵体组成单元的发育特征、规模及连通关系，总结了白垩纪 Deseo盆地东部凹陷

的沉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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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Doseo盆地东部凹陷白垩纪水道—朵体体系沉积模式

（a）深水三角洲朵体沉积模式；（b）浅水三角洲朵体沉积模式

Fig.12 Cretaceous channel-lobe system sedimentary models in the eastern depression of the Doseo Basin

(a) Deep-water delta lobe sedimentary model; (b) Shallow-water delta lobe sedimentary model

1）深水三角洲型

当湖平面较高时，可容纳空间增大，朵体发育集中，形成连片分布，主要发育 Dsa、Dsea、

Ds等类型的朵体复合体，而 DsaC和 Das等类型发育较少（图 12a）。深水三角洲前缘的水

道—朵体特征表现为朵体沉积区面积较小，水道演化区逐渐扩大，聚合型朵体沉积与水道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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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作用并存。由于可容纳空间有限，后期水道演化区的叠覆型朵叶停止发育，部分聚合型朵

叶顶部可能受到侵蚀，导致朵体沉积区分流河道规模减小，部分朵体复合体出现泥质夹层，

影响砂体的垂向连通性。

2）浅水三角洲型

当湖平面降低时，可容纳空间减小，主要发育 Sa、Sam、Sma型朵体复合体（图 12b）。

水道改造区面积较小，分流水道规模有所减少，下蚀作用轻微，常表现为多期小水道与聚合

或融合型朵体相互叠置。朵体沉积区的朵体复合体分布主要受水道控制，其中 Sa和 Sam型

朵体复合体主要发育在水动力较强的分支水道区，分流水道的相互叠置，多期朵体砂体呈厚

层板状快速向前延伸，异源朵叶平面连通性好；而 Sma 和 SmaC 型朵体复合体则对应水体

较浅且高度发育水道的区域，垂向侵蚀相对较弱，水道顶部多保留泥质夹层，连通性较差。

5 结论

（1）白垩纪时期，Doseo盆地东部深水三角洲相与浅水三角洲相交替发育，盆地的构

造活动、沉积基准面变化、物源供给和水道属性共同影响了三角洲类型，进而影响了朵体发

育类型。叠覆型朵体的朵叶平面上孤立、局限，剖面上厚度大；聚合型朵体的朵叶平面上连

续、连片，横向上延伸长、物性较好；融合型朵体与聚合型朵体类似，平面展布较大，也表

现出较好的均质性。

（2）在水道—朵体体系中，水道演化结束于朵体的形成，而朵体演化的起点则是接受

其他水道的改造。实验中受侵蚀的朵体、组成单元较为完整的朵体和泥质夹层 3类沉积体依

次为高、过渡和低能量态条件下的演化产物，在不同类型的水道下表现出不同的沉积和侵蚀

形式，沉积基准面的改变会加快或减缓体系的演化进程。水道—朵体体系的平面砂体连通性

主要受砂体物性、朵叶之间的接触关系以及朵体组成单元的规模和特征的影响，垂向砂体连

通性则主要受朵体复合体的发育类型影响。

（3）Doseo 盆地东部凹陷白垩系深水三角洲主要发育叠覆型和聚合型朵体。叠覆型朵

叶孤立、局限，厚度较大；聚合型朵叶则连续、延伸较长，物性较好。朵体复合体包括 Dsa、

Dsea和 DsaC三种类型，受水道改造的影响，垂向连通性较好，但平面连通性相对较差。浅

水三角洲则发育聚合型和融合型朵体。聚合型朵体沉积和演化速度较快，物性多变；融合型

朵体发育较慢，厚度较薄。朵体复合体类型主要为 Sa、Sam 和 SmaC，具有较好的平面连通

性，但垂向连通性较差。

致谢 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部老师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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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Mechanisms and Sedimentary Models of

Delta Channel-Lobe Systems: Based on Physical

Simulation Experiments of Cretaceous Sedimentary

Features in the Eastern Depression of the Doseo Basin
ZHOU XingTian, ZHANG ChunSheng
School of Geoscience, Yangtz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favorable sand bodies in deltaic sedimentary systems serve a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Traditional lobe classification and microfacies analysis

methods have limitations in revealing the evolution mechanisms of the channel-lobe system, thu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udies on lobe morphology and sand body connectivity. [Methods] Using the Cretaceous delta of

the eastern depression of the Doseo Basin as a model, a flume experiment with a movable base was conducted. By

capturing Hi-Res time-series images and sand body morphology data, and applying a new lobe classification

method, an effective regional sedimentary model was established. [Results] (1) A consistent overlapping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channels and lobes, where the migration, evolution, or disappearance of channels leads

to the formation of new lobes. (2) Within the channel-lobe system, three main evolution mechanisms are driven by

hydrodynamic strength: erosion of existing lobes, formation of lobes dominated by sandy deposition, and

formation of mud layers dominated by fine-grained deposition. (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annels determine the

type of lobe development, whereas lobe morphology is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sedimentary slope, tectonic

activity, base level, and sediment source conditions. (4) The connectivity of sand bodies is affected by the

constituent units of lobes, their contact relationships, lobe properties, and the types of lobe complexes. Later

channel evolution can improve sand body connectivity to a certain extent. (5) The eastern depression of the Dos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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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n exhibits two sedimentary models: deep-water and shallow-water delta systems. In the deep-water delta

model, the channel evolution area is larger, and connectivity improvements are more pronounced. In contrast, the

shallow-water delta model features larger lobe deposition areas and wider planar distribution of lobes.

[Conclusions] The new lobe classification method and the channel-lobe system evolution mechanism are

applicable to the study of sand body connectivity and sedimentary models in the study area, and they are expected

to be widely used in future delta sedimentary simulation research.

Key words: lobe-channel system; sedimentary model; simulated experiments; depositional evolution; Doseo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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